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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沈伟华

（南京林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
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

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

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

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

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

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

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

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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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注书，往往会借题发挥，在其中加入自己的
理解和意见，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注《老子》是这样，
郭象（约 ２５２—３１２年）注《庄子》亦然。王弼借助
“得意忘言”的方法将《老子》之“无”发挥得淋漓尽

致，进而开创了魏晋玄学。如果说他对《老子》某些

观点的加工和改造与《老子》之原始意旨有出入，那

也是王弼于那个时代解读《老子》必然会出现的一

种情况———文本一经流传于世，便同时具有了原始

意义和时代意义，然而后者并不脱离前者，且更能体

现文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这正是文

本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

一个重要原因。王弼注《老子》而立“贵无”的本体

论哲学，并试图借此调和名教与自然；而郭象则以其

“寄言出意”的方法为指导，更为直接地对《庄子》中

逍遥、自然等一系列关键性概念加以创造性解读，

最终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独化理论，从而进一步调

和了名教与自然，并将魏晋玄学推向历史发展的高

峰。本文拟对郭象的这种努力略作探讨，以求教于

方家。

　　一、寄意《庄子》

自王弼“得意忘言”的方法论确立之后，玄学家

们常以此来阐释自己的思想。郭象在注释《庄子》

之《阳则》与《天道》两篇时说：“不能忘言而存意，则

不足”，“得彼情，忘言遗书者也”。然而郭象在方法

论上的使用并未止于此，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进

一步地自觉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是他在方法论

上区别于其他玄学家的独到之处。在郭象看来，

《庄子》一书也正是以“寄言出意”的方法来表达庄

子思想的，他在注释《庄子·山木》篇时说：“夫庄子

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

掊击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郭象说庄子以“寄言出意”的手段来表达自己

的思想，实则是表明自己注《庄子》所采用的方法。

在注《庄子·逍遥游》时，郭象就提示了他的这一基

本思路：“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

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

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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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知耳。”郭象认

为，在对《庄子》的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

其根本意旨和精神所在并加以融会贯通，对于那些

细枝末节或不能予以证实的地方，则可以在不妨碍

把握其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存而不论。这样，郭象一

开始就为他注解《庄子》留下了极大的自我发挥空

间，而“寄言出意”方法的使用更使得郭象能够借力

于《庄子》来展开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理论构造。

这就从“我注六经”之郭象注《庄子》一变而成为“六

经注我”之《庄子》注郭象，而这也正是后人诟病郭

象“误读”《庄子》的原因所在。当《庄子·渔父》说

渔父“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

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的时

候，显然是其借渔父之口在对孔子及其所倡导的儒

家思想进行批判，这是《庄子》之本意所在。但郭象

注此章谓：“此篇言无江海而闲者，能下江海之士

也。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

虚，旁通无外，蠕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

命，故所以为至人之道也。”郭象这里强调，孔子不

仅仅有游于外之境界，亦有游于内之情怀，这样一种

游外以弘内的品行成就了孔子圣人、至人的人格。

游外以弘内也是郭象融和自然与名教、融汇儒道的

理想指向。由此可见，郭象的这种阐释，显然已离

《庄子》本意甚远，而只是在阐发自己的理想。

　　二、逍遥之论

“得意忘言”与“寄言出意”在“出意”这一点

上，其意义是很接近的，王弼以“得意忘言”之方法

而出“贵无”之意，郭象借“寄言出意”之方法而出自

由逍遥之意。但二者在对文本之外的自身思想的空

间拓展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学

界已有研究。如刘笑敢［１］将王弼注《老子》的方法

定位为文义引申式诠释，认为此类作品虽然不能完

全摆脱注者个人思想文化背景的干扰和渗透，不能

完全摆脱注者个人的创造性发挥，但其基本思想是

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与原文的基本思想

大体上能够保持一致。而郭象注《庄子》，则是一种

自我表现式诠释，刘先生认为此类作品虽然也会受

到诠释对象之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的某些限制，但作

品是以个人之精神和思想表达为主，因而会与原文

本的精神方向有重要的或根本的不同。

对于《庄子》第一篇《逍遥游》，郭象题解为：“夫

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

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并注曰：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

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

鹏之能高，斥安鸟之能下，桩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

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

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

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之

有穷哉！所御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

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

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

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

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

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无所不能齐

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无所不能

殊也。

这一段注解表达了郭象对《庄子》之自由思想

的理解，同时也出现了“自然”、“性”等概念，是理解

郭象思想之关键切入点。《庄子·逍遥游》中的自

由思想，本意是从“有待”、“无待”的区分上立意，指

出无所待的状态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逍遥，追求的是

圣人、神人、至人的那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

辩，以游无穷”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到了郭

象那里却成了一种个体之自性的实现，于是才说

“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无所不能

殊也”。在郭象看来，个人只要能够把自身所秉承

的自性充分发挥出来，就是达到了庄子所谓的逍遥。

于是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苟足于其性，则虽

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

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在庄子那里，自由的状态只有圣人、神人、至人

能够达到，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无待”，不滞于

任何条件，也就能够不为任何条件所限而达到“顺

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的自由逍遥境界。但郭

象认为，就世间万物而言，由于它们秉受自然之性而

各有所分，也就皆受一定的限制；而在其性分之内，

以其性分而行才能顺其所待，而顺其所待就是不滞

于所待，也就是无所待，于是而得自由。在郭象看

来，虽然不同事物实现其自性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仅

就自适其性这一点来看，翱翔九万里的大鹏和徘徊

在蓬蒿之间的小鸟并无分别，只要万物安于其各自

所受的性分，即性命得安，其性自足，乃得逍遥；而事

物如果不能够自得其性，在其性之外来追求逍遥，就

会陷于一种“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

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的境地。显然，这是郭

象自己对逍遥之义的理解，只是借助了注《庄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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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形式。

　　三、性分思想

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立在其性分

思想之上。在郭象看来，万事万物从自生到发展、到

死亡，均有其内在根据。郭象注《庄子·大宗师》

曰：“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

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

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

至，则天年无缘得终。”郭象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称

为“性”、“性分”、“自性”、“真性”等，如郭象注《庄

子·逍遥游》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

?尚之所及哉”，注《庄子·马蹄》曰“马之真性，非

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注《庄子·养生主》曰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注《庄

子·齐物论》曰“性各有分，故知者受知以待终，而

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注《庄

子·外物》曰“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

得强为；故圣人唯莫之制，则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

也”等。

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是决定其之所以为此事物

的根据，事物各不相同，正在于其性不同，而事物实

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对于秉

承自性之外的空间，则不能勉强为之，此即所谓“性

之所能，不得不为”、“性所不能，不得强为”。这正

是郭象所认为的事物达至逍遥之境的状态。于是，

本来只能圣人、神人、至人才能够做到的逍遥，到郭

象这里乃成为凡人也同样可以达到的境界。郭象的

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他是否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崇高

神圣的精神境界或者形上追求，而在于在为每一个

个体树立了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自得之境，其关键

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

在一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的层面上，郭象的

“性分”与庄子的“自性”并无很大的不同，二者同指

某一事物所固有的内在本质，是其本然如此的一种

素质，《庄子·外物》篇也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

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然而依庄子之无待逍

遥，其自性亦必然指向无人为修饰的天然本性；但在

郭象这里，正同于其对自由逍遥之义的理解，当他说

事物自适其性而得逍遥的时候，人为修饰亦可以包

容进他所谓的自性之中。

庄子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来说明什么才是

马的真性：“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

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

所用之。”而当伯乐说他善于治马，并对马烫毛削

蹄，烙印戴笼，编进马厮，此时马已经被折腾死十之

二三；更在马饿的时候不让吃，渴的时候不让饮，而

让其按人的指挥而奔跑，前有马嚼之装饰，后有皮鞭

之威吓，则马已经有一半要被整死。显然，庄子认为

伯乐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马的真性。然而郭象对此

注曰：“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

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

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

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或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

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

斯失乎庄生之旨远以。”在郭象看来，马的本性显然

不仅仅止于庄子所谓的“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

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而更在于它的奔走能

力及供人骑乘的功能。善御者的所作所为，正是帮

助马来实现它自身的能力而尽其本性。马之所以会

死则只是因为“求其过能之用”，也即是上面所说的

“性所不能”而强为之才导致的；如果能够任凭马来

施展它的能力，“适迟疾之分”，则正可以全众马之

性。按郭象的理解，世人以“放而不乘”来解释“任

马之性”显然是错误地理会了庄子的意思，则“无

为”自然也就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选择一种更轻松

惬意的行为姿态了。

　　四、从自然到独化

郭象与庄子的不同，或者说是郭象对庄子思想

的发挥，在郭象对庄子关乎“自然”的定义的理解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当《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

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的时候，其本

意当是对“以人灭天”这一状况的极力反对，认为牛

马只有在其未被人类驯化的状态下才可以保持其本

然天真的状态。对此，郭象注曰：“人之生也，可不

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乎？牛马不辞穿

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

而本在乎天也。”到了郭象这里，牛和马被人类穿鼻

落套变成了牛马之本性，是其本性规定了它们必然

要接受这样一种被人类役使的命运，也只有如此才

可以成全牛马之本性。人类驯服牛马这样一种在庄

子处被加以驳斥的“人为”的行为，在郭象这里变成

了顺应牛马之性的“自然”，而郭象的“人为”则显然

就是上面反复提过的追求本性之外的行为，也就是

让牛马超出它们的能力而超负荷工作了。

当人为被融摄进自然的立意之中，那么，把“有

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在郭象这里自然也就是理

·４４·



第１期 沈伟华：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所当然的思想进路。《庄子·应帝王》中有一则广

为人知的寓言，表明了庄子对于“无为”的盛赞和推

崇：“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

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

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

死。”显然，庄子认为“有为”会伤害事物的本性并进

而导致其本性的丧失。而郭象对“无为”的理解与

庄子可谓大异其趣。如郭象注《庄子·天道》曰：

“夫无为也，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

这里的“各任其事”、“自当其责”显然很容易包含进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有为”的意味，从而“无为”的意

思也就变成了万物都应该各自去做它所应当做的

事，而尽其所应当尽的责任，故而“工人无为于刻木

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

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

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

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

为之理至矣”。工人以斧刻木，主上以臣治事，这在

郭象看来正是依其本性而行，故而可以称其“无

为”。郭象在这里将工匠的“有为”一变而为“无

为”，或者可以说，郭象的“无为”正是一种特定意义

上的“有为”。从而，郭象的所谓“无为之业”也就成

了他在注《庄子·大宗师》篇时所说的“非拱默而

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郭象以“有为”

释“无为”的做法实质就是在调和名教与自然。

当郭象将万物自适其性的发展解释为一种自然

而然的状态和行为，而最终达至自由逍遥之境的时

候，万物自然也就指向了自生独化这样一种精神旨

归。［２］在郭象那里，自由逍遥之境被称为“玄冥之

境”。郭象注《庄子·大宗师》曰：“卓者，独化之谓

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

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

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

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

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可见，郭象并不简单地否

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也不认为这种联系和

影响是事物之间的根本道理，在他看来，事物自身之

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才是理之至极。

　　五、结语

郭象之理论起于对本体之无的驳斥，而终于对

玄冥之境的追求。在提出“造物者无物”之后，郭象

接着指出万物实际上是“自生”的。物各“自生”，则

在万物之上也就不需要再另设一个造物主，“道”实

际上成为空无的代名词。于是，万物乃可以各自安

于其所处的地位而顺乎其自身的本性。事物立足于

其自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独立自主地生生

化化，此所谓“独化”。万物独化，并不需要有任何

外在的根据，而只依托于其自性，事物自身即为根

据，即“用外无体”。郭象由此证成了“体用一如”，

从而在哲学思辨上将目标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

自足。

郭象的哲学思想进路几乎与王弼相反。王弼借

助“得意忘言”的方法，由“以无为本”的命题开始，

最终证成万物皆统一于本体之无，从而达成万物与

宇宙的统一，圣人“与道同体”的境界乃是其所认为

的最高精神境界；郭象则以“寄言出意”为方法，借

注《庄子》破本体之无，重新诠释“自然”之义，追求

的是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从而将魏晋玄学

推向高峰。虽然他们各自的方法、进路及境界均不

相同，但就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现实目的来看，二者

殊途同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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